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应
−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自然实验

余典范，李斯林，周腾军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以 2019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导致的全国范围停工停产为自然实验，采用广

义 DID 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在排除了混杂因素与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后有

效识别了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产业。研究发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主要源于第二产业，在停工环境

下，其占 GDP 比重每上升 1%，空气质量指数相较于上年同期下降 0.470；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对

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且制造业中轻工业的影响系数高于装备制造业与能源化工业；采矿

业与建筑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由于疫情期间的生活需求增加代替了停工减少的工业

需求，水电气热生活供应业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文章还发现生产过程对第二产

业的污染贡献度高于第三产业；在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受员工通勤因素影响相对更高，而能源化工

业受生产过程影响更甚。因此，文章提出：第一，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来

看，需重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加强对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能源化工等制造业污染“大

户”的防治；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环境治理需要因城而异，充分考虑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

地理气候条件；第三，在推行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归”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内部结构优化的

理念，在权衡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时要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避免短视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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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平衡问题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引发了学术

界广泛关注。例如，Meadows 等（1972）提出了“增长极限说”，认为经济增长在自然资源的约束下

不可长期持续；Grossman 和 Krueger（1991）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认为一国的整体

空气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先上升然后再降低；Beckerman（1992）以及 Bhagwati（1993）认为，经济

发展本身促进了环境资源保护，因此对于空气质量有着正向的提升作用。产业结构变化作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影响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因素（王敏和黄滢，2015）。而中

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有明显的经济转型痕迹，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促进传统粗放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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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消费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践行创新、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研究产业结构与空气污染的文献，可追溯至 Grossman 和 Krueger（1995）分析亚洲国家产业

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提出了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 U 形”关系，即

随着产业结构由一产主导向二、三产主导转变，环境污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但李鹏（2016）

的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同时受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的影响，当产业结构调整剧烈

而经济处于中低增长速度时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但当经济增速变化较

大，经济增长效应较高时会导致“倒 U 形”关系被破坏。李健和周慧（2012）也发现，第二产业虽然

相对于第一、三产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但第二产业并不必然与高碳排放直接挂钩，且第

三产业占比的增加对空气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可见，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影响实际上存

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结构性特征。产业的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间、产业内部结构呈现一定的

差异性变化，其对环境的影响也需要更细致的证据。由于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较多，如何“干

净”地厘清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难点之一，只有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

以及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才能准确识别产业结构对环境的效

应。始于 2019 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中国各地“一致”的停工停产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

一次“干净”的自然实验。

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9 与 2020 年春节前后近三个月中国地级市每周平均空气质量指数

（AQI），以 2019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导致的全国范围停工停产为自然实验，采用广义

DID 方法有效识别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主要源于第二产业，在停工环境下，其占 GDP 比重每上升 1%，空气质量指数相较于上年同期下

降 0.470；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对空气质量影响也呈现较大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且

制造业中轻工业的影响高于装备制造业与能源化工业；而由于疫情期间的生活需求增加代替了

停工减少的工业需求，水电气热生活供应业最终表现出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

还发现不同产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生产过程对第二产业的污染贡献度高

于第三产业；在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受员工通勤因素影响相对更高，而能源化工业受生产过程影

响更甚。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创新地以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停工停产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城市样本数据和广义 DID 等方法比较了强制停工停产下各地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差异，有

效缓解了遗漏变量以及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为准确识别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提供了

证据。二是通过对第二产业细分行业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效揭示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改善

的结构性影响特征，准确识别出了第二产业不同行业停工对空气质量提升的贡献和具体路径。

三是通过上述稳健与精准的识别，本文认为第二产业以及内部的能源化工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

生产过程的改造升级，通过技术升级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是轻工业降碳的主要方向，这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提供了实践依据。

二、研究命题与识别策略

（一）研究命题。由于不同区域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结构差异较大，简单地从三次产业结构

分类来研究无法有效地刻画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真实面貌。为此，众多学者从更为具

体的产业入手分析了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曹执令和杨婧（2013）对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污

染水平进行了测算，发现在制造业内部不同细分产业对环境污染存在不同的影响，其中高度污

染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低度污染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陈军和成金华（2015）则发现，在矿产

资源中，能源矿产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最大、金属矿产次之、非金属矿产的影响相对较低。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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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2010）以及白俊红和聂亮（2018）则从不同产业的能源消耗量、能源使用效率与环境污染效

应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环境污染排放呈正相关，电力、钢铁、有色金

属、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产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最高。可见，准确揭示空气污染的产业

结构差异才能厘清二者真实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的第一个命题是对环境污染的产

业结构效应进行精准识别：城市的空气污染存在产业结构的差异，即使在三次产业结构相同的

地区，也会因产业内部结构不同而对空气质量产生异质性影响，只有对三次产业内部尤其是污

染效应较大的二产部门进一步细分才能识别孰重孰轻。

识别产业结构差异性对空气污染影响的路径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城市经济

生活正常运行下，交通与产业生产常被视作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但不同城市的交通条件、生产

结构不同，在经济正常运行时多项经济活动混杂交织，导致政策冲击的效果与经济特征的交互

效 果 被 模 糊 化 。 如 城 市 的 通 勤 、 商 业 部 门 运 行 以 及 正 常 的 工 业 生 产 等 （ 吴 力 波 等 ， 2020） 。

Viard 和 Fu（2015）发现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有显著改善作用，单双号限行使空气污染指数下降

了 19%，尾号限行使空气污染指数下降了 8%。Fu 和 Gu（2017）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 2012 年国

庆期间高速公路免收过路费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发现汽车出行量的增加使得空气污染程度提升

了 20%。Davis（2008）与曹静等（2014）分别估计了墨西哥城与北京市的车辆限行政策发现，虽然

传统的 OLS 回归显示出限行政策有很强的效果，当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解决其内生性后，限行

政策尤其是“尾号限行”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甚微。此外，Wang 等（2019）以及 Qian 等（2020）通过使

用结构分解模型和指数分解模型发现，除产业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外，交通通勤和居民的生活

消费也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往往伴随在居民的日常经济生产活动

中，因此本文研究的第二个命题将对以下两种影响路径进行进一步识别：城市空气污染的产业

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以及员工因生产所伴随的通勤与餐饮两种路径，因此隔离这些

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不同产业对空气污染的路径依赖度差异，才能较准确地

评估产业生产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二）识别策略。在估计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内生性

问题，一是产业生产活动之外其他影响环境污染的遗漏变量问题；二是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调

整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而在产业结构影响空气质量框架下，由于已充分考虑了产业

生产活动的影响，因此遗漏变量就主要集中在居民的交通出行与餐饮生活等方面。为了解决非

生产性通勤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内生性影响，借鉴王敏和黄滢（2015）与吴力波等（2020）的做法，

将各城市的城内迁徙指数、各城市的路网密度和绿化覆盖率作为代理变量来控制机动车的影

响。为了解决餐饮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各城市人口密度作为餐饮的代理变量，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这一遗漏变量的影响。关于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反向因果问题，诸多文献已经论

证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倒逼机制。李斌等（2013）认为，加大环境

规制力度有利于促进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有效倒逼产业结构朝低碳化方向调整。原毅军和谢

荣辉（2014）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

影响。童健等（2016）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J”形特征，且“J”形曲线的

拐点取决于环境规制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和技术效应在污染密集行业的相对大小。宋建和王静

（2018）认为，环境污染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价格效应”机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会导致环境污染和行业结构之间存在“U”形关系，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使环境污染与

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本文构造的准自然实验可以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

以往研究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文献，主要基于 OLS（于峰等，2006）、联立方程（包

余典范、李斯林、周腾军：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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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彭水军，2006）和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曹慧丰等，2015）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内生性问题，但无法完全解决遗漏变量的干扰，也无法有效识别外生政策冲击的影响，对参数的

一致性估计会造成偏误。如何有效处理这种内生性所导致的识别偏差一直是实证的难题所在。

鉴于此，本文创新地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国大面积停工停产为自然实验，以 2019 年与

2020 年春节前后近三个月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每日空气污染物衡量空气质量，采用广义 DID 方法

精准识别了中国产业结构与空气污染的因果关系。其逻辑在于，产业结构是以突变的形式从疫

情前的正常状态变为几乎不存在任何生产的停滞状态，时间跨度较短，产业结构能够显著影响

空气质量，但空气质量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几乎不会有影响，有效避免了反向因果的内生性

问题。疫情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所有省市均在这一冲击下受到了强烈影响，传统的 DID 方法

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数据。而广义 DID 在处理过程中系统地将所有个体同时受到政策冲击这一

特征纳入模型构建过程，并会考虑到政策对每位个体的影响差异，将这些差异的大小作为了冲

击的主要变量。本文中，不同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正好满足广义 DID 的适用条件。

为全面深入评估城市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同时提高研究的稳健性，本文将采用两

组样本分别进行 DID 回归检验。第一组样本选取中国 279 个地级市的三次产业面板数据，以农

历的春节为基准，将 2020 年 1 月 1 日−4 月 7 日期间中国 279 个地级市 14 个星期的样本作为处

理组，并将 2019 年对应农历时间段的样本作为控制组（2019 年 1 月 12 日−4 月 19 日），以样本数

据的周平均数作为回归的基本单位。第二组样本同样选取相同的农历时间段，且按国民经济统

计行业分类标准有公开数据的 78 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将城市第二产业细分为六个子行业，进一

步研究了城市细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首先用“经典 DID”模型分析因疫情封城所导致

的停工停产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α+δtreati× postt +βZit +ui+λt +εit （1）

Yit

i

wi j

代表空气污染指标（下标 i 代表城市，下标 t 表示时间序列，单位为星期），选取每座城市每

日 23 点统计的周平均 AQI（空气质量指数）作为代理变量；treati 是虚拟变量，表示研究对象是否

为处理组。由于本文选取了中国地级市 2019 年的样本作为控制组，2020 年的样本作为实验组，

因此同一城市不同年份数据的下标 是不同的，如 2020 年的北京与 2019 年的北京，被看作是同一

时间截面上两个不同的城市。这里暗含了一个假设，即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短

期内某个城市产业构成的变化幅度较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新冠疫情，同一城市主要解释

变量产业结构 （下标 i 代表城市，下标 j 表示产业）在 2020 年与 2019 年的任意时间均保持相对

不变。二者除了疫情的冲击外，在产业结构及其他城市固定特征相同，这样就天然地构造出了对

照组与实验组。

treati =

{
1 i f i ∈ 2020 group
0 i f i ∈ 2019 group

postt为处理期虚拟变量，即只有处理组在处理期才会受到政策冲击。2020 年 1 月 23 日，武

汉宣布封城，而 1 月 24 日到 1 月 30 日为春节假期，且各省市宣布防疫停工的时间均发生在这一

时间段内。鉴于中国春节假期及之后几天历年都是普遍停工的，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停工停产效

应无法在春节假期表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政策冲击发生在春节结束后，即 2020 年疫情对企业

的影响实际上是从 2020 年元旦起的第五周才开始。

postt =

{
1 i f t > 05
0 i f t ⩽ 05

t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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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做法（曹静等，2014），选取每周平均风速 和每周雨雪

天数 。 和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由于所选取的研究时

间较短（仅春节前后十四周），假设主要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在研究时间内均不随时间 t 变动，因

此该变量的影响在模型（1）中会被个体固定效应所吸收从而无法识别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为

识别出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产业结构效应，需要放松模型（1）中对个体固定效应的假

设，同时采用一些衡量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 替代，参考已有相关文献的控制变量，如李小胜等

（2013）及李卫兵和张凯霞（2019）等，在模型中引入组间效应：是否为北方城市 （以秦岭淮河

为界），是否为海滨城市 （城市是否有海岸线）。同时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在城市层面控制城市规模 和地区富裕程度（人均 ）。此外，Fu 和 Gu（2017）认为，机

动车尾气和餐饮服务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居民对食物的需求在停工后并不会发

生太大变化，餐饮行业停工所减少的空气污染由增加的家庭油烟排放所替代，因此可以通过城

市人口密度 来控制餐饮业的影响，而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则作

为衡量机动车尾气的控制变量。基于上述考虑，实证模型扩展为如下形式：

Yit = α+δ1treati× postt +β1wi j+β2 speedit +β3weatherit + θXi+λt +εit （2）

在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后，中央政府随

即宣布部分地区逐渐复工，但各类企业不得

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但事实上，由于疫情的

防范措施和防护物品的短缺，部分复工企业

并未能在宣布复工后立即恢复原有的产能和

生产效率，延迟了大规模恢复生产的实际发

生时间。通过查阅 2020 年城市平均人口迁移

wi j

指数①的变动情况（图 1），发现在中央政府宣布复工的两周后，城市人口迁移指数才开始提升，这

也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复工复产相对于政策的滞后性。鉴于此，选取 2020 年元旦起的第七周前

后作为复工冲击的虚拟变量。另外，虽然每个城市均受到疫情所导致的停工停产冲击，但由于不

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停工停产的冲击对不同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是不同

的，由于本文研究疫情冲击下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此选用产业结构 作为政策冲击

的影响力度。在加入复工复产的虚拟变量以及考虑产业结构的差异后，广义 DID 模型扩展为：

Yit =α+δ1treati× postt ×wi j+δ2treati× reverset ×wi j+β1wi j+β2 speedit

+β3weatherit + θXi+λt +εit

（3）

reverset =

{
1 i f t > 07
0 i f t ⩽ 07

β1

(δ1+β1) (δ1+δ2+β1)

δ1

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疫情前为 ；当疫情冲击导致停工停产后，产业结构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为 ；在部分复工之后，影响系数变为 。本文主要考察疫情停工发生后，

产业结构影响系数下降的幅度并比较哪个产业停工对空气质量的提升作用较大，即系数 。此

外，即使两个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相同，其内部细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仍然存在

个体差异。为准确识别出不同行业影响的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对三次产业内部不同细分产业进

行分析。通过查找、匹配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统计年鉴，根据细分行业的数据完整性与行业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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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城市平均人口迁移指数

余典范、李斯林、周腾军：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应

① 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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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民经济统计行业分类标准，本文将第二产业内部进一步分成六个子行业类别。①在对第二

产业进行细分之后，第二产业内部产业结构对环境影响的计量模型如下：

Yit =α+

M=6∑
m=1

δm
1 wm

i2× treati× postt +

M=6∑
m=1

δm
2 wm

i2× reversei× postt

+

M=6∑
m=1

βmwm
i2+β2 speedit +β3weatherit + θXi+λt +εit

（4）

βm

(
δm

1 +β
m
)(

δm
1 +δ

m
2 +β

m
)其中，产业 m 在疫情前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为 ，疫情冲击下的影响系数变为 ，而在部分复

工之后影响系数变为 。对二产进行细分可以更加精准识别影响空气质量的细分产业

特点，干净识别各细分产业对复工之后空气质量的影响。

三、数据说明

wi j

（一）数据来源。选取 AQI（Air Quality Index，空气质量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其他衡量

空 气 质 量 的 指 标 如 PM2.5、 PM10、 SO2 等 作 为 稳 健 性 检 验 的 替 代 性 指 标 。 通 过 查 阅 各 城 市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获得核心解释变量城市产业结构 ，其余控制变量数据来

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但由于全样本组的 279 个城市中有许多城市并未公布地方最新的统计年

鉴，且部分城市虽然有统计年鉴但却没有公布国民产业统计分类的细分数据，最终收集到有国

民统计分类的城市样本共 78 个（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 2019 年统计年鉴，由于最新数据的缺失，

湖南、湖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城市由 2018 年统计年鉴作为代替）。

（二）统计性描述。为了避免用日数据得到的结论受意外事件的影响，本文的基准模型采用

按星期平均的数据作为基础单位（日数据在后文中用作稳健性检验），得到 279 个地级市分别在

2019 年（2019-01-12−2019-04-19）和 2020 年（2020-01-01−2020-04-07）春节前后 14 个星期，总计

7 812 个样本，个体控制变量均以对数形式表示，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之比大致在 40%−50%，正是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典型阶段。被

解释变量空气质量 AQI 指数平均处于良好状态，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好的为 15.14 优的

状态，最差的为 316.43，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对第二产业进一步细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全国样

本的趋势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具体见本文工作论文）。

表 1    按三次产业分类的指标及统计性描述

变量 指标名称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数

AQI 空气质量指数 78.58 69.29 316.43 15.14 39.30 7 812
w2 第二产业比重 43.31 43.48 72.90 12.38 10.18 7 812

w3 第三产业比重 50.96 49.43 80.98 26.54 10.17 7 812

GDP 城市总产出 16.75 16.68 19.60 14.22 0.95 7 812

GDP_per 人均 GDP 10.88 10.82 12.16 9.45 0.52 7 812
green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71 3.72 4.54 3.14 0.12 7 812

ppl 人口密度 8.01 8.02 9.32 6.11 0.65 7 812

road 人均道路面积 2.80 2.80 4.05 0.81 0.43 7 812

speed 周平均风速 2.22 2.14 5.43 1.00 0.70 7 812

weather 周平均雨雪天数 0.33 0.29 1.00 0.00 0.28 7 812

  2021 年第 3 期

w1
2 w2

2 w3
2

w4
2 w5

2 w6
2

① 据 2017 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大类分类标准，本文定义采矿业（ ）包括 06-12 大类，轻工业（ ）包括 13-24 大类，能源化工（ ）包

括 25-29 大类，装备制造（ ）包括 30-43 大类，水电气热（ ）包括 44-46 大类，建筑业（ ）包括 47-50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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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法估计能够有效应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满足平行趋势假

设，即不发生疫情所导致停工的情况下，试验组（2020 年城市样本）的变化与对照组（2019 年城市

样本）的趋势变化保持一致，这样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才不会因样本自身的周期性变动而存在

估计偏误。图 2 展示了以 2019 年为对照组，2020 年为实验组并以春节为时间基准日期的全国

279 个地级市日平均污染指数和周污染指数变化趋势图。可以发现，无论以日数据还是周数据

为单位，2020 年第五、六周（即春节结束后的两周时间）的空气质量指数较 2019 年都存在显著差

异。同时，在 2020 年的第七到第八周之间，因复工使得各项空气污染指数均有所回升，而在

2019 年由于没有疫情的冲击与复工影响，这一回升在春节结束后即第五周便开始出现。而在疫

情发生的时间之前以及复工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空气质量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而

可以判定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符合 DID 双重差分法估计所要求的事前平行趋势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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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另外，城市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日常生产和通勤，因此空气质量的改善必然意味着居民

日常活动的频率降低。本文选取了中国地级市 2019-01-12−2019-03-28 以及 2020-01-01−
2020-03-16 的城内人口迁移指数（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慧眼）作为对比（见图 1），发现在 2020 年

春节前夕武汉正式宣布封城后（2020 年 1 月 23 日），中国城市的平均迁移指数相较 2019 年同期

有明显下滑，直到第七周才出现反弹。这一结果也解释了样本数据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潜在原

因。另外，由于城市的空气污染一方面来自于居民的生产活动和以生产为目的的通勤，同时也来

源于一些非生产目的的通勤活动，如何剔除因非生产目的通勤活动减少而导致的空气质量改善

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干扰，也是本文实证分析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行业间复工程度比较。若不同行业间复工程度存在过大差异，所估计结果不具可比性，

因此计算出各行业的复工程度有助于对回归结果进行解读和理解。在 2 月 9 日中央政府宣布复

工之后，部分企业因劳动力和原材料短缺，实际复工日期可能延后，抑或是企业出于对防疫的考

虑，员工日均工作时间低于停工前，都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于停工前。鉴于城市的人口迁移

活动频率可有效衡量城市的复工情况，本文通过对 2019 年的中国城市日平均 AQI指数和中国城

市日平均人口迁移指数做 VAR 向量自回归，①脉冲响应见图 3，发现当人口迁移指数对当期的

AQI 指数有一短暂的冲击后，在第二日偏离度达到最高水平，五日后 AQI 指数恢复到原有水平

（即如果能在 2 月 9 日完全复工，AQI 指数 2 月 14 日即可恢复原有水平），但观察图 2 可以发现，

在宣布复工之后的两到三周，AQI 指数才逐步接近去年同期水平，说明中央政府宣布复工之后，

社会整体产能并没有立即恢复到停工前水平。各行业产能效率下降是由于复工延迟，还是日均

余典范、李斯林、周腾军：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应

① 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根据 AIC 信息准则，选择滞后 2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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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的减少，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无法

直 接 识 别 出 来 ， 因 此 通 过 查 阅 中 国 统 计 局

2018−2020 年的各行业第一季季度数据，采

用综合复工生产率来衡量复工程度。

利用各行业实际增加值和相应的平减指

数计算出各行业 2018−2019 年和 2019−2020 年

的实际增长率。假设没有发生疫情停工，各

行业 2018−2019 年和 2019−2020 年的实际增

长率应相等，由两项之差即一季度效率损失，

进一步可得一季度总生产效率，并基于①式（5）

计算出综合复工生产效率：

复工后时长×综合复工生产效率+停工前时长 =总时长×总生产效率 （5）
表 2 显 示 2020 年 一 季 度 二 、 三 产 业 的 复 工 程 度 基 本 一 致 ， 综 合 复 工 生 产 效 率 分 别 为

91.32%、91.36%。而采矿业及水电气热和金融业的综合复工生产效率超过了 100%。说明这些行

业在疫情期间很有可能并未停工。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复工程度最低，综合复工生产效率为

75.39%，第三产业综合复工生产效率为 42.84%。对于制造业内部，由于没有各细分行业增加值的

数据，因此通过查阅制造业 2020 年一季度销售额，发现轻工业、能源化工和装备制造 2019−
2020 年的销售增长率分别为−19.98%、−18.86% 和−20.37%，可见三个行业的复工程度大致在同一

水平。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按三次产业分类的回归结果。

treati× postt treati× reverset

1. 标准 DID 回归结果。表 3 报告了标准 DID 模型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2）分别为标准

DID 模型下仅考虑停工冲击和同时考虑停工和复工冲击的结果。结果表明：疫情导致的停工冲

击使得空气污染指数明显下降，而复工的冲击使得空气污染指数有了显著上升，但停工和复工

冲击的整体净效应对空气污染指数的影响仍为负（列（2）中 与 系数之

和）。说明尽管从政府到企业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复工复产，但由于需求疲软、劳动人口流动限制、

供应链受阻以及可能存在的部分企业“虚假复工”，企业实际产能并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

平。另外从列（4）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停工对空气质量改善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占比每上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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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迁移指数-AQI 指数脉冲响应

表 2    各行业 2020 年一季度综合复工生产效率

行业
（1）2020Q1

GDP
（2）2018−2019 年

实际增长率

（3）2019−2020 年

实际增长率

（4）2020Q1
总生产效率

（5）综合复工生产

效率

第二产业 73 638.0 6.60% −9.39% 84.02% 91.32%

第三产业 122 680.1 7.29% −8.67% 84.04% 91.36%

第二产业

采矿业及水电气热 10 790.0 4.02% 1.37% 97.35% 113.28%

制造业 53 852.0 6.38% −10.18% 83.44% 90.38%

建筑业 9 377.8 10.41% −15.24% 74.34% 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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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各省市宣布停工时间均在 2020 年春节（1 月 24 日）假期间，则停工前时长取 24 天，除湖北省外均于 2 月 9 起逐步复工，则复工后时

长 51 天，停工前时长取 24 天，因历年春节假期，总时长选取 8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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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指数下降 0.470。而第三产业停工，每 1% 占比使 AQI 指数下降 0.307，低于第二产业，说明第

三产业的生产经济活动并非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产业因素。
 

表 3    标准 DID 和广义 DID 回归模型

变量
标准 DID 广义 DID

AQI（1） AQI（2） AQI（3） AQI（4）

treati × postt −14.220***（1.408） −35.705***（2.098）

treati × revert 27.368***（2.000）

treati × postt ×w2 −0.210***（0.042） −0.470***（0.075）

treati × postt ×w2 0.332***（0.080）

treati × postt ×w3 −0.108***（0.037） −0.307***（0.065）

treati × revert ×w3 0.253***（0.069）

w2 0.359***（0.082） 0.364***（0.081） 0.426***（0.083） 0.433***（0.082）

w3 −0.064（0.081） −0.059（0.080） −0.029（0.082） −0.023（0.081）

weather −21.813***（1.443） −22.871***（1.429） −21.791***（1.443） −22.805***（1.428）

speed −6.322***（0.552） −5.725***（0.547） −6.289***（0.552） −5.696***（0.547）

coast −14.805***（1.027） −15.121***（1.016） −14.818***（1.027） −15.129***（1.015）

north 29.543***（0.849） 28.999***（0.840） 29.537***（0.849） 29.008***（0.840）

GDP 11.599***（0.486） 11.633***（0.480） 11.599***（0.486） 11.632***（0.480）

GDP_per −11.422***（1.032） −11.565***（1.020） −11.428***（1.031） −11.569***（1.019）

green −6.089*（3.134） −6.169**（3.098） −6.087*（3.133） −6.164**（3.096）

ppl 1.596***（0.548） 1.565***（0.542） 1.594***（0.548） 1.563***（0.541）

road 3.084***（0.836） 2.941***（0.827） 3.078***（0.836） 2.937***（0.826）

treati 0.996（1.141） 1.245（1.128） 1.245（1.136） 1.491（1.123）

constant 31.898**（12.575） 32.664***（12.427） 27.073**（12.591） 27.745**（12.443）

λ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 amples 7 812 7 812 7 812 7 812

R2 0.432 0.446 0.433 0.446

　　注：*、**和***分别表示双尾检验中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标准误，下表统同。
 
 

speedit weatherit

northi coasti

GDPi

GDPi

greeni

ppli roadi

treati

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风速提高可以有效降低空气污染指数，即同一地区风速

越高空气污染相对越轻。而 的系数为负，表明雨雪天气可以有效缓减空气污染。

地域发展差异也是我国产业转型的重要特征， 和 的回归系数表明相对于滨海城市和

南方城市，内陆城市和北方城市空气污染会更加严重，这是因为，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北

方（秦岭−淮河以北）就开始集中供暖，而南方地区始终未普及该项政策，因此在同样的居民活动

频率下北方地区春节期间所排放的空气污染物会明显高于南方。沿海地区的通风条件和绿色植

被等要优于内陆地区。另外，城市经济规模 对空气污染指数有正向的显著作用，即经济总

量越高的城市空气污染相对更严重，意味着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总体而言还比较粗放，而人均

的系数显著为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产业升级相对较早，且应对环境治理的综

合能力较强，因此对于空气质量有着正向的提升作用（Beckerman，1992；Bhagwati，1993）。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 的系数为负，表明城市绿化覆盖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空气质量。人口密度

和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居民活动如餐饮和通勤等对空气质量

有着负面的影响。 系数并不显著，表明 2019 年和 2020 年之间年份个体固定效应的差距不

大，即 2019–2020 年，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生其他显著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遗漏因素，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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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文将中国城市 2019 年对应时间的空气质量作为 2020 年的对照组这一做法是比较合理的。

w2

w2

w2

2. 广义 DID 回归结果。由于地区间存在异质性，疫情停工导致的空气质量改善在各地区可

能不一样，本文重点关注这种差异性产业结构因素。为此，引入广义 DID 模型，通过考察第二产

业 在冲击前后的系数变化来识别这种差异性。表 3 列（3）与列（4）即为广义 DID 回归结果。其

中列（4）结果表明，在疫情冲击和复工之后，第二产业 的系数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疫情发生

前 的回归系数为 0.433，疫情停工冲击导致系数下降了 0.470，部分复工之后系数上升了 0.332，

但仍低于疫情停工冲击导致的下降数值；第三产业系数变动趋势与第二产业一致，但系数变动

幅度均小于第二产业。因此，相较于停工阶段，复工之后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

反弹的幅度就越大，但两次冲击对空气污染的净效应仍然为负，与表 3 中标准 DID 回归模型得

到的结果一致。同时标准 DID 与广义 DID 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均保持高度一

致，说明了实证检验的稳健性。上述结果表明，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的城市，停工停产对空气污染

的改善作用越大，且影响系数高于第三产业，即二产的减少能够增进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这说

明产业结构由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空气质量的改善与提升。

（二）第二产业细分行业回归结果。以上检验主要基于三次产业分类的估计结果，但实际中

由于产业内部的技术特点、生产方式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是相同的三次产业结构也会在

其各自内部的具体细分构成上存在区别。根据前文估计的结果，第二产业对空气质量影响更大，

因此在进一步分析中主要的研究视角聚焦在第二产业。为了准确识别出不同类别的第二产业子

行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具有国民统计细分行业的 78 个城市作为检验样本，分别进行

标准 DID（表 4 中列（1）、列（2））和广义 DID（列（3）、列（4））回归。列（1）和列（2）报告了该样本在未

细分第二产业的情形下，第二产业在疫情冲击前的影响系数为 0.454、冲击后和复工后对空气污

染指数影响系数变动幅度为−0.865 和 0.671，比较这两个系数可知，第二产业对空气的影响在复

工之后仍未回到疫情前水平，说明在研究期间，第二产业在复工后仍没有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

平。回归结果与表 3 中大样本得到的结果均保持高度一致。

w1
2

w2
2

w3
2

w4
2

w3
2 w4

2

w5
2

从表 4 列（4）可以看出，采矿业占比 的系数无论是疫情冲击前，还是疫情和复工带来的冲

击下均不显著，结合前文对行业间复工差异度的比较分析，可能的原因在于疫情对采矿业并没

有太大的影响。轻工业 的估计系数在几个模型中均显著，在疫情冲击前估计系数为 0.240，疫

情冲击之后系数下降了 1.464，复工之后上升 1.093。除了生产过程带来的空气污染，轻工业本身

也是吸纳就业人口较多的制造业部分，所以轻工业造成的污染也包含了一部分以生产为目的的

通勤污染和日常能源消耗，因此一旦工厂停产，会极大地减弱对空气的污染影响。同样属于制造

业的能源化工业 在疫情冲击前的估计系数为 1.009，疫情冲击之后系数下降 1.080，复工之后系

数上升 0.753，但复工冲击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能源化工产业在研究期内的复工情况可能

并不理想。而装备制造业 在疫情冲击前估计系数为 0.727，疫情冲击之后系数下降 1.103，复工

之后系数上升 0.700。能源化工业 和装备制造业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比较大的空气污染，但

对人工的依赖相比轻工业低，而自动化程度较高，因此停工之后行业的估计系数下降幅度均小

于轻工业。上述三类制造业在复工之后系数的回升幅度均不及停工带来的下降幅度，这说明了

制造业在复工之后均没有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与前文行业间复工差异度分析结果一致，通

过比较停工之后系数的下降幅度可以发现，在隶属于制造业门类的三个子行业中，停工对空气

质量改善边际影响最大的是轻工业，装备制造业次之，能源化工业最后。由于疫情发生后，居民

隔离在家，对水电燃气的需求上升，正好弥补了工业企业需求下降的缺口，需求弹性较小，产能并

未发生太大改变，因此停工和复工冲击对水电气热等生活供应 的估计系数并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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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6
2建筑业 主要污染在于扬尘，远不如工业制造对空气造成的污染。停工后，系数没有显著变化，

由于建筑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复工之后会造成较大的人员流动，估计系数有小幅回升。

综上所述，第二产业的六个子行业中，受疫情停工冲击影响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贡献由高到

低依次为轻工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采矿业、建筑业、水电气热。因此，这些行业通过技术创

新、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发展对于空气质量的改善至关重要，也是实现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重要突破口。
 

表 4    第二产业的细分产业结构回归结果

变量
标准 DID 广义 DID

AQI（1） AQI（2） AQI（3） AQI（4）

treati × postt ×w2 −0.339***（0.054） −0.865***（0.082）

treati × revert ×w2 0.671***（0.080）

w2 0.449***（0.073） 0.454***（0.071）

treati × postt ×w1
2 −0.199（0.139） −0.288（0.251）

treati × revert ×w1
2 0.120（0.271）

w1
2 −0.070（0.090） −0.072（0.089）

treati × postt ×w2
2 −0.621**（0.268） −1.464***（0.481）

treati × revert ×w2
2 1.093**（0.518）

w2
2 0.223（0.196） 0.240（0.192）

treati × postt ×w3
2 −0.479（0.305） −1.080**（0.548）

treati × revert ×w3
2 0.753（0.589）

w3
2 0.993***（0.225） 1.009***（0.221）

treati × postt ×w4
2 −0.554***（0.120） −1.103***（0.212）

treati × revert ×w4
2 0.700***（0.227）

w4
2 0.707***（0.126） 0.727***（0.124）

treati × postt ×w5
2 −0.296（0.779） 0.304（1.392）

treati × revert ×w5
2 −0.818（1.496）

w5
2 −1.688***（0.566） −1.601***（0.556）

treati × postt ×w6
2 0.413（0.323） −0.503（0.577）

treati × revert ×w6
2 1.169*（0.619）

w6
2 −0.566**（0.236） −0.527**（0.232）

constant 56.128（37.247） 57.340（36.667） 173.100***（39.026） 173.399***（38.335）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 amples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R2 0.492 0.508 0.510 0.528

（三）异质性分析。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三产内部的结构差异，经

济规模、二产比重差异也会使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表 5 反映了按 GDP 规

模和第二产业比重分组的回归结果：停工之后，在 GDP 规模较大的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对空气污

染影响系数的变动更大，而疫情冲击和复工带来的系数变化在不同 GDP 规模城市间差别较小；

规模较小的城市，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在不同二产比重城市中，二产比重对空气质量弹性系数变

化趋势均保持一致，且二产比重越低的城市系数变化幅度越大。以上结果说明，第二产业对空气

污染的影响在城市 GDP 规模上存在边际效应递增关系，而在二产比重上边际效应递减。即

GDP 规模越大，第二产业比重越低的城市，第二产业对空气污染的边际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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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 GDP 规模、二产比重分组回归

变量
GDP 规模 二产比重

HIGH AQI（1） LOW AQI（2） HIGH AQI（3） LOW AQI（4）

treati × postt ×w2 −0.860***（0.061） −0.623***（0.064） −0.680***（0.055） −0.928***（0.081）

treati × revert ×w2 0.720***（0.059） 0.427***（0.062） 0.565***（0.053） 0.661***（0.079）

w2 1.082***（0.170） 0.221**（0.095） 0.133（0.165） 0.723***（0.113）

constant 89.599***（29.815） −96.117***（21.306） 11.061（23.551） 41.362***（15.628）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 amples 3 920 3 892 3 920 3 892

R2 0.549 0.365 0.442 0.455

五、稳健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为避免上述结论的偶然性，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样本数据替

换、异常样本剔除、核心被解释变量替代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调整样本的时间单位，用

日数据替代周数据，得到 54 642 个新样本并对原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另外，由于湖北在此次新冠

疫情中的相关防疫政策和其他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此本文利用剔除湖北的城市的数据，

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本文将空气污染指数的代理变量 AQI 替换为 PM2.5、CO、NO2 再依次对

模型进行回归。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所得到的结论与基准回归基本保持不变（限于篇幅，稳健性

检验结果未展示，详见工作论文），从而证明了本文研究的稳健性。

ppli roadi

Migration

（二）内生性讨论。尽管采用广义 DID 能够部分避免内生性，但考虑到在疫情期间，由于城市

居民通勤频率和交通工具使用次数的下降，尾气排放数量也相应减少，也是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的原因之一。在之前的回归中，已将人口密度 和人均道路密度 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因居

民生活消耗和通勤造成的污染。为了进一步增加回归结果的精确度，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

引入“百度迁移指数”这一日变量来控制居民的日通勤频率。①表 6 显示， 的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城市居民的通勤增加确实会使空气污染指数提高，符合之前的预期。在控制居民通勤

后，其他变量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显著差异，说明在控制了居民生活活动的内生性之后，回

归结果仍然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一致。
 

表 6    增加迁移指数的日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标准 DID AQI（1） 广义 DID AQI（2）

treati × postt −19.507***（1.446）

treati × revert 15.300***（1.429）

treati × postt ×w2 −0.425***（0.031）

treati × revert ×w2 0.323***（0.031）

w2 0.576***（0.056） 0.634***（0.056）

Migration 6.216***（0.283） 6.290***（0.280）

constant 33.107***（6.393） 30.281***（6.390）

Control 控制 控制

S amples 42 379 42 379

R2 0.272 0.272
 
 

  2021 年第 3 期

① 鉴于该指数在 2019 年只公布到年 3 月 28 日，本文仅选有相对应对照组的 2020 年日数据进行回归。

•  30  •



treati× postt

（三）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是 DID 模

型中最常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之一，本文为

检验空气质量的改善是否真由疫情停工冲击

所导致，可以通过虚构疫情冲击发生的时间

节点。选取 2020 年武汉封城前一周和前两周

作为虚构冲击时间节点进行回归。表 7 显示，

两种情况下的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说明在 2020 年春节之后，中国城市空气

质量相较于 2019 年同期有所改善，确实是由

疫情停工所导致的。

六、进一步分析：生产与通勤对空气质量影响的产业间差异

不同产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差异除了来源于生产过程的差异，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对劳动力

需求差异所造成的，相比自动化程度高或者可以远程办公的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

中会伴随着更多人员通勤和餐饮需求所造成的污染。因此分离出员工通勤和和餐饮需求因素，

进而具体比较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可以更精确地分析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

应。当劳动力规模固定，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但一个城市劳动力日常

的通勤和餐饮需求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而餐饮对于员工属于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因此在停

工后，只有员工日常的通勤发生变化，而对日常餐饮需求的供给仅是由企业转为家庭内部，对空

气质量的影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本文拟通过比较行业间劳动力结构来衡量员工通勤所造

成污染的差异。

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将所属行业的 GDP 占比和因停工所导致系数变化的乘积作为该行业

的总污染效应（表 4）。通过比较二、三产业因通勤造成的污染比率（41.94/58.06）和总污染比率

（56.42/43.58）可以发现，已知产业间因通勤造成的污染比率，将第二产业生产过程所造成的空气

污染纳入总污染后，对空气污染的贡献度上升 14.48 个百分点，说明第二产业因生产过程引起的

空气污染远高于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内部，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因停工所导致的空气质量改

善主要源于制造业，进一步对制造业内部细分并计算发现，考虑到生产过程所造成的污染后，轻

工业对空气污染的贡献度下降了 3.32 个百分点，能源化工业上升 4.07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下

降 0.75 个百分点。结果说明，在制造业内部由轻工业所引起的污染中，因员工通勤因素所导致的

比重相对其他行业更高，而在能源化工业所引起的污染中，因生产过程因素所导致的比重相对

其他行业更高。

表 7    安慰剂检验

变量
冲击发生在 t=2 冲击发生在 t=3

AQI（1） AQI（2）

treati × postt 0.321（2.634） −2.791（1.949）

w2 0.354***（0.083） 0.354***（0.083）

constant 36.010***（12.701） 34.890***（12.668）

Control 控制 控制

S amples 7 812 7 812

R2 0.425 0.425

表 8    各行业对空气质量影响的路径分析

员工通勤造成污染 行业总污染

行业 （1）劳动力占比 （2）通勤污染比重 （3）回归系数 （4）GDP 占比 （5）总效应 （6）总污染比重

第二产业 41.55 41.94% −0.470 43.10 −20.26 56.42%

第三产业 57.53 58.06% −0.307 50.96 −15.64 43.58%

制造业

轻工业 6.13 29.29% −1.464 6.17 −9.03 25.97%

能源化工 3.05 14.57% −1.080 6.01 −6.49 18.64%

装备制造 11.75 56.14% −1.103 17.47 −19.27 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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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新冠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这一自然实验，采用广义 DID 方法考察产业结构对空气

污染的结构性效应，得到如下结论。首先，第二、三产业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三产业的影响系

数低于第二产业，在疫情冲击与复工前后第二产业的系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且因第二产业生

产过程对污染的贡献显著高于第三产业，意味着在目前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实

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维度，此次疫情冲击为我们识别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效应提供了合理的自然

实验。其次，即使是相同的三次产业结构下空气质量的改善程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水电气热等

行业无显著影响，采矿业与建筑业对空气污染的贡献有限，制造业的影响较为显著，在制造业内

部，轻工业的边际贡献为最大、装备制造业次之、能源化工业最弱，且轻工业受员工通勤因素影

响相对更高，能源化工业受生产过程因素影响相对更高。二产比重低或 GDP 规模较大的城市，

第二产业对空气污染的边际影响更大，北方与内陆城市的空气污染相对更加严重，说明空气质

量不仅与产业结构相关，也与经济总体发展规模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相关。上述结论也具有较强

的政策含义。

第一，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来看，需重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

重要性。第二产业以及内部的能源化工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过程的改造升级，通过技术升

级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是轻工业降碳的主要方向，加强对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能源化工等制造

业污染“大户”的防治，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在制造业中，也有如医药、高分子材料等重点发

展的高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的重污染意味着其发展方式仍比较粗放，亟需实现结构和技术的双

转型、双升级，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高效发展是这些产业未来重要的方向。一方面，向价值链

高端、新型集约化业态转型升级能够提升产业整体的发展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网络化

等新经济形式为这些产业赋能，减少生产、销售环节的能耗，亦是践行产业创新、绿色发展理念

的重要体现。

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环境治理需因城而异、实施差异化措施。各地在空气质量的强外部

约束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需充分考虑自身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与地理气候条件。特别是正处

于工业化大发展阶段的内陆地区，不能重复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从本文研究结果来

看，这一传统发展模式还比较“流行”。因此，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应牢固树立创新、绿色

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避免落入后发劣势的发展陷阱。

第三，在新形势下，各地都非常重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回归”。包括一些新兴产

业如集成电路、大数据、5G、新能源汽车等的发展，各区域都在一哄而上，实际上这些产业在某些

环节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因此，需要未雨绸缪，始终坚持内部结构优化的理念，在产业发

展和环境治理之间平衡时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避免短视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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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of China’s Urba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A Natural Experiment of COVID-19

Yu Dianfan,  Li Silin,  Zhou Tengjun
(College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the trans-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xtensive production mode and consumption mode to green and low-carbon is an im-
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and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work of “carbon emission peak，carbon neutralization”.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
teristic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xploring how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by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inadequacy of previous studies in dealing with the endogenous problem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based on the weekly air quality index（AQI）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during
nearly three months around the Spring Festival in 2019 and 2020，this paper takes COVID-19-induced produc-
tion shutdown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air quality and identify the
major industries that cause air pollution with the generalized DID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The impact on
air quality mainly comes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the shutdown environment，the AQI decreases by
0.470% when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in GDP increases by 1%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l subdivisions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on air quality also presents great
differences，among whic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and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light industr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n-
ergy chemical industry. The impact of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on air poll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Life supply
industry such as water，electricity，gas and so on show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as in-
creased demand for living during the epidemic replaced reduced industrial demand for work.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path dependence on air quality，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has a relatively higher contribution to pollution.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light industry is relatively more affected by commuting factors，while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is more affected by production process factor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Fir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o achieve “carbon emission peak，carbon neutral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and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especially light industry，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etc. Second，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eed to vary from city to
city，fully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nd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ird，

while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especially the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and keep the bottom lin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when balanc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actical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carbon emission peak，carbon
neutraliz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air quality； COVID-19； generalized DID （责任编辑  石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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